調查意見

據報載：被鑑定有精神疾病之男子陳○明，7年前殺害兩名女童，減刑出獄後本應由國軍北投醫院執行刑後監護2年，惟短短4個月後院方鑑定以精神疾病已治癒而獲准出院；詎未及1年，陳○明再度以有惡魔要其殺人為由，於民國（下同）99年10月20日犯下將林姓女子活活打死之凶殘殺人憾事。本案凸顯各家醫院之精神鑑定結果存有相當落差，主管機關是否善盡監督之責？又相關單位執行刑後監護有無違失？確有深入瞭解之必要。

本院經向司法院、法務部、法務部調查局、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板橋地檢署）、行政院衛生署（下稱衛生署）、內政部警政署、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民總醫院（下稱臺北榮民總醫院）、衛生署桃園療養院、國軍北投醫院及中央警察大學調取相關卷證資料，詳予審閱，並於100年1月28日召開諮詢會議，復詢問司法院刑事廳林廳長俊益、法務部吳次長陳鐶、衛生署醫事處石處長崇良、新北市衛生局方科長娟娟、國軍北投醫院顧院長毓琦、沙主任堅白、前醫師陳信任等相關主管人員，業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臚陳如下：
1、 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既認陳○明拐騙年僅7歲及8歲之2名女童離家後加以殺害，則陳○明應構成略誘罪及殺人罪，2罪有舊刑法所定之牽連關係，略誘罪部分已因案被警方發覺，與未經發覺之殺人罪為裁判上之一罪，不應認有自首之效力。惟高院更五審合議庭卻不當認為陳○明可因自首而減刑，僅判處有期徒刑12年，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下稱高檢署）亦疏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嗣高檢署聲請依96年罪犯減刑條例減刑，高院裁定再減為有期徒刑6年，致使陳○明雖以殘忍手段殺害2名女童後棄屍溪中，卻因自首而僅判處徒刑6年，以羈押日數折抵徒刑而無刑期須執行，均有違失。

(1) 刑法第241 條第1項規定：「略誘未滿20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按以強暴、脅迫、詐術等不正之手段而拐取未滿20歲之男女，使其脫離親權人、監護人等之範圍，移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即成立上開條文所定之略誘罪，此有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1309號、22年非字第76號判例可資參照。又最高法院 26年上字第1166號判例明載：「被誘人既僅7歲，原無同意能力，乃以食物將其誘出，顯屬略誘。」刑法第 62 條前段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所謂發覺，依最高法院 72年臺上字第641號判例意旨，並不以有偵查犯罪權之機關或人員確知其人犯罪無誤為必要，如有確切之根據得為合理之可疑，而於對其發生嫌疑時，即得謂為已發覺。又最高法院 73 年度第 2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裁判上之一罪其一部分犯罪既已因案被發覺，雖在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訊問中被告陳述其未發覺之部分犯罪行為，並不符合刑法第62條之規定，不應認有自首之效力。」

(2) 本案判決及執行情形如下：陳○明因服役期間經國軍左營醫院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於91年6月28日停役，其後曾因精神分裂症至亞東紀念醫院、國軍北投醫院就醫。92年4月16日因殺害兩名女童後棄屍溪內而經板橋地檢署檢察官起訴，並請處極刑。案件繫屬法院審理過程中，臺大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衛生署桃園療養院及國軍北投醫院曾先後接受法院委託鑑定其行為時之精神狀況，依94年2月2日修正前之刑法第19條規定分別作出「心神喪失」、「精神耗弱」及「未達精神耗弱之程度」3種不同之鑑定結果。案經臺灣板橋地方法院少年法庭1次及高院4次判決無期徒刑，然高院更四審判決以被告精神耗弱及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賠償250萬元為由，處有期徒刑16年，高院更五審則以被告對於殺人罪符合自首條件為由於98年4月21日判決處有期徒刑12年，並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2年。高檢署檢察官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且以陳○明犯殺人罪自首為由，依96年罪犯減刑條例聲請予以減刑，經高院裁定准許減為有期徒刑6年。因陳○明自92年4月18日至98年5月17日羈押日數2,222日，折抵徒刑已無刑期須執行，經高檢署於98年7月3日提解陳○明至國軍北投醫院執行2年之監護處分。

(3) 依高院更五審判決所載事實，陳○明於92年4月15日對年僅8歲及7歲之2名女童表示，其欲於翌日（16日）到「家樂福」賣場買禮物贈送給女童，將2名女童於16日下午6時許誘騙離家後，共乘計程車至板橋市三民路之家樂福賣場附近下車，徒步至光復國小前行人陸橋下，自己回居所乘機車至陸橋下，將摻有FM2毒品之飲料給女童喝下後，於下午6時30分再以機車搭載2童至華中橋下之違章小屋，約30分鐘後，在屋內將女童殺害。陳○明既以誆稱買禮物贈送之不正手段而將2女童誘出離家，使女童脫離其父母之範圍，移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在違章小屋中加以殺害，依上開判例，其已構成略誘罪，此略誘罪與殺人罪有舊刑法所定之牽連關係，係屬裁判上一罪。此略誘罪雖未記載於起訴書之「所犯法條欄」中，但已記載於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欄」中，更五審合議庭依法得予審究。

(4) 再者，高院更五審合議庭認定之事實為：女童失蹤後，其父報警處理，警方已查知2童係遭陳○明帶走，故將陳○明鎖定，認屬犯罪嫌疑人，並於女童失蹤後第3日（18日）查獲陳○明並詢問女童下落，要求陳○明帶警方尋查。該合議庭既認警察人員有確切根據而將陳○明鎖定為拐帶女童案之犯罪嫌疑人，並將其查獲，則陳○明對於略誘罪在其供認前已因案被發覺，不符自首要件，其經警查獲後雖陳述其未經發覺之殺人罪，因與略誘罪為裁判上之一罪，依前開最高法院 73 年度第 2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殺人罪部分亦不應認有自首之效力。惟陳○明雖以殘酷手段殺害2名女童後棄屍溪中，高院更五審卻判決陳○明殺人罪符合自首條件而減輕其刑為有期徒刑12年，高檢署檢察官亦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嗣後聲請依96年罪犯減刑條例減刑，經高院准許減為有期徒刑6年，且因羈押日數2,222日折抵徒刑後，已無刑期須執行，均有違失。

2、 國軍北投醫院執行刑後2年監護處分時，雖認為陳○○係屬病態人格，有裝病之可能，不適合住院治療，當然具有危險性，卻因陳○明監護期間出現行為問題造成病房工作人員困擾，竟未向高檢署據實陳述陳○明之真實病情及危險程度，而以其精神症狀已因藥物治療及心理支持而逐漸改善為由向高檢署建議結束住院治療；該署檢察官既未依法對陳○明進行視察，亦未詳查病情是否經治療確已改善並可終止治療等事實，單憑醫院之建議草率向高院聲請裁定免予繼續執行監護處分，致使陳○明執行5個多月後即於98年12月30日結束監護處分，於99年10月間再犯殺死婦女之慘劇，均顯有違失。

(1)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47 條規定：「受執行監護之精神病院、醫院，對於因有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之情形，而受監護處分者，應分別情形，注意治療及監視其行動。」同法第 48條規定：「檢察官對於受監護處分之人，於指揮執行後，至少每月應視察一次，並制作紀錄。」按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監護處分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保安處分定有期間者，在期間未終了前，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報請指揮執行法院之檢察官，聲請免其處分之執行，刑法第 87條第3項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2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另「檢察機關執行因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受監護處分應行注意事項」（下稱監護處分應行注意事項）第7點規定：「法院宣告受監護處分之期間尚未屆滿，而醫療機構認為受監護處分人病情經治療確已改善並可終止治療者，執行檢察官於收到醫療機構通知後，應依刑法第92條規定聲請法院另裁定以保護管束代之。」

(2) 經查陳○明於71年間停役後曾因精神分裂症至國軍北投醫院就醫，該院曾接受高院囑託鑑定陳○明之精神狀況，於91年11月27日作成鑑定報告，記載臨床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疾患分裂症疾患（ Schizo phrenia）之疑似有B群人格特質。」本案判決確定後，陳○明因羈押日數折抵徒刑而無刑期須執行，高檢署於98年7月3日提解其至國軍北投院執行為期2年之監護處分。惟該院於執行監護處分4個月後，卻於98年11月23日以醫投行政字第 0980002621號函向高檢署建議辦理結束住院治療，該函說明理由為：「二、陳員於98年7月3日於本院執行監護住院，入院後曾有違規行為被告誡而有起伏，精神症狀（幻聽）則逐漸改善（近2個月來未再出現）。三、經本院醫療團隊在陳員住院期間，處理方法除給予心理支持，減少個案入院焦慮外，並加強個案病識感，增加藥物順從性，並調整治療藥物，目前因精神症狀已較入院前改善，經本院醫療團隊評估，建議辦理結束住院治療，並改為門診追蹤為宜」。該署因而向法院提出聲請，經高院於98年12月8日裁定免予繼續執行監護處分，改以保護管束代之。該署於同年月30日派人至國軍北投醫院提解陳○○，並辦理保護管束事宜，總計執行監護處分僅5個多月。

(3) 關於國軍北投醫院向高檢署建議終止監護處分之理由，上開函文雖記載為：因住院期間之藥物治療及心理支持，精神症狀（幻聽）逐漸改善（近 2個月來未再出現），目前因精神症狀已較入院前改善。惟該院答復本院之書面說明卻稱：治療團隊評估陳○○並非一般所見之精神分裂患者，較類似「性格異常」個案，依精神醫療院所之常規，是類個案並不適合以住院方式治療，且陳○○在監護期間出現諸多不配合病房規定（如抽菸）及行為問題，屢造成病房工作人員困擾。該院主治醫師○○○於本院約詢時稱：「我覺得他那時候呈現出來的精神疾病是寬解的狀況」、「老實講，當然自己內心也是覺得他有裝的情形」、「（問：他是那一種精神病?） 比較像是人格造成的，在壓力狀況下出現，他可能是『病態人格』」、「（問：你認為他有危險性嗎?）當然有」、「我跟他說，他現在的狀況，我已經2個月沒有看到他的精神病的症狀。同時他在醫院內出現得多騷擾的狀況，看起來像是性格上的問題」等語。

(4) 依上開該院之書面說明及主治醫師之口頭說明，陳○明並非因心理支持及藥物治療而改善精神病之病情，而是其可能裝病，屬於異常人格或病態人格，根本不適合以住院方式治療，當然具有危險性。惟該院卻因陳○明在監護期間出現諸多不配合病房規定及行為問題，屢造成病房工作人員困擾，竟未向高檢署據實陳述陳○明之真實病情及危險程度，而以其精神症狀已因藥物治療及心理支持而逐漸改善為由，向高檢署建議結束住院治療，即非正當。

(5) 依保安處分執刑法第 48 條規定，檢察官對於受監      護處分之人於指揮執行後，至少每月應視察1次，並制作紀錄。惟本院調閱之監護處分執行卷宗內，並無任何高檢署檢察官視察之記錄，亦無任何在接獲上開建議函後訊問陳○明或詢問醫療團隊之資料，顯示該署檢察官既未依法對陳○明進行視察，亦未詳查陳○明之病情是否經治療確已改善並可終止治療之事實，單憑上開建議函文即草率向法院聲請裁定免予繼續執行為期2年之監護處分，於法不合。

(6) 國軍北投醫院及高檢署之不當行為，致使本應執行2年監護處分之陳○○，於執行5個多月後即於98年12月30日免予繼續執行監護處分，改以保護管束代之，嗣造成陳○明於99年10月間日再犯殺死婦女之慘劇發生，均顯有違失。

3、 本案法院先後4次囑託鑑定陳○明案發時之精神狀況，臺大醫院認為其心神喪失，衛生署桃園療養院認為其既無心神喪失亦無精神耗弱，臺北榮民總醫院及國軍北投醫院雖均認為其精神耗弱，高院更五審確定判決因而認其精神耗弱而將減輕其刑，但國軍北投醫院執行監護處分之醫療團隊，卻推翻該院先前之鑑定意見，認為陳○明既無心神喪失亦無精神耗弱，顯然不僅各醫院意見歧異，同一醫院之醫師也各自有不同意見，但鑑定意見常具有左右判決之重大影響力，司法院及法務部允宜正視此一嚴重問題，研議如何強化現有刑事訴訟制度、提供鑑定機關較齊全之參考資料、善加利用鑑定留置及鑑定人到庭交互詰問制度、發展對被鑑定人偽裝或詐病之判別技術或方法等，俾使司法精神鑑定結果趨近真實：

(1) 按刑事訴訟法第203條規定：「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於必要時，得使鑑定人於法院外為鑑定（第1項）。前項情形，得將關於鑑定之物，交付鑑定人。因鑑定被告心神或身體之必要，得預定7日以下之期間，將被告送入醫院或其他適當之處所（第2項）。」另同法第203-3條第1項規定：「鑑定留置之預定期間，法院得於審判中依職權或偵查中依檢察官之聲請裁定縮短或延長之。但延長之期間不得逾2月。」同法第207條及208條亦分別規定：「鑑定有不完備者，得命增加人數或命他人繼續或另行鑑定」、「法院或檢察官得囑託醫院、學校或其他相當之機關、團體為鑑定，或審查他人之鑑定，並準用第203條至第206條之1之規定；其須以言詞報告或說明時，得命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為之（第1項）。第163條第1項、第166條至第167條之7、第202條之規定，於前項由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為言詞報告或說明之情形準用之（第2項）。」依上開規定，對於鑑定難度或複雜度較高之司法精神鑑定案件，可以鑑定留置方法進行，以更多專業人員參與協助觀察；且各機關鑑定意見結果不同，亦可請鑑定人到庭陳明己見。

(2) 本案於板橋地院少年法庭審理期間，被告陳○○之辯護人主張被告為犯行時已達心神喪失之陳○明狀態，該庭為確認乃囑託臺大醫院施行鑑定，結果為「案發當時已達『心神喪失』」。然該法院認有疑點，復囑託臺北榮民總醫院實施鑑定，結果為「其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並非完全喪失，僅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著減退，尚未達於心神喪失之程度，而為精神耗弱」。嗣高院少年法庭於更一審審理期間，依據被告選任辯護人具狀請求送請衛生署桃園療養院再作鑑定，經認定「被告涉案當時及目前之精神狀態應未達精神耗弱之程度」。因臺大醫院、臺北榮民總醫院及衛生署桃園療養院鑑定結果均不相同，被告辯護人乃於高院更二審審理期間，請求送請被告案發前長期就醫之國軍北投醫院再作鑑定，結果為「被告案發時雖未陷於心神喪失，但已達精神耗弱程度」。

(3) 上開醫院對於陳○明行為時精神狀態鑑定之相關作業程序，均係於1日內即完成，迄國軍北投醫院執行陳○明監護處分期間，始有近6個月之較長期間對其精神狀態進行觀察。詢據陳○明在國軍北投醫院監護期間之主治醫師○○○表示：「我一開始也把他當成病人在照顧，但是說實在，到了第2個月後，他跟其他精神病人不像，因為他的幻聽，所聲稱的幻聽，是沒有相對的行為表現」、「精神病若生病了8年、10年，他的智慧、智能應該下降，但我們在96年陳醫師作測驗時，他的智商70幾，我們後來做測驗88，他的治療根本是斷斷續續的，以學理上來說，他應該要退化，不是要進步」、「其實我內心是覺得他是假裝的」、「現在我可以很確定，經過那4個月監護，他不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問：你說他是人格違常，也算是心神喪失嗎？）不算。（問：算精神耗弱嗎？）應該也不是。」因此，醫師回溯陳○明於犯下殺人行為時及法院審理期間之精神狀態，認為其屬非典型精神分裂症病患，可能詐病。

(4) 對於前述之4家醫院鑑定結果何以不一致之問題，茲將本案諮詢委員提出之意見整理如次：

1、 精神鑑定具備高度專業性與不確定性，且鑑定人員之經驗有別，委託鑑定的時點往往又已經遠離行為發生之時，因此實務上會發生被告送到不同的鑑定機構，出現不同鑑定結果的情況，甚至有被鑑定人詐病之情形。

2、 即使醫療上常見疾病的診斷，即令再好的醫院，對於身體診斷結果亦無百分之百一致之可能。疾病診斷結果之不一致性不算罕見，精神鑑定亦然。且疾病之診斷或精神鑑定雖可能只有2成歧異，卻會有3種完全不同的鑑定結果。

3、 精神疾病之發展有不同之階段，醫師在不同病程階段鑑定，自會做出不同的判斷；再以若被鑑定人主觀之陳述不誠實，或是被鑑定人家屬陳訴不實，或側面資料無法取得，而精神鑑定又需回溯行為時之精神狀態，故對犯案當時有無精神異常之判斷有其難度。

(5) 對於前項司法精神鑑定不一致之問題，本案諮詢委員建議之改善方法，包括：

1、 委託鑑定機關應提供鑑定機關較齊全之參考資料，或協助調閱被鑑定人之健保資料，若收集之資料完整，鑑定結果將趨向真實，即使不同醫師鑑定，但依據之資料相同、完整，結果亦可能一致。

2、 刑事訴訟法之「鑑定留置」若能善加利用，可有效減少或避免被鑑定人偽裝或詐病之情形。短暫之偽裝或詐病或許可能，但鑑定留置期間可視需要延長最多兩個月，鑑定人於被鑑定人住院期間還可參考其他專業人員近乎每日24 小時之觀察意見，對於被鑑定人之精神狀態與有無精神疾病，當有更全面、完整之了解。

3、 精神狀態鑑定之定位在於輔助及補充法院之認識能力，精神鑑定結果並不當然拘束法院。又刑事訴訟法設有交互詰問之機制，有關鑑定結果有重大歧異時，可經由詰問機制查證鑑定報告可否參採。

4、 委託鑑定時間點距離犯案時愈接近，即愈趨向真實，給被鑑定人愈多時間，愈容易作假。重大刑事案件若預期將來需要委託精神鑑定，在偵查第一時刻，若精神醫療人員就能參與，其判斷將至為重要。

(6) 本案4家醫院為陳○明進行精神鑑定時，分別距離陳○○為犯行已逾5個月、10個月、2年及3年9個月期間，回溯推論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及對於責任能力之影響，確為實務之難題；又前4次鑑定鑑定結果殊異，可見本案鑑定有其複雜性，亦呈現精神鑑定專業之高度不確定性。因歷次鑑定之相關作業程序均係於1日內完成，未有醫院將陳○○留置住院鑑定，亦未有鑑定人到庭接受交互詰問，就不同意見陳明己見，較難發現真實。綜言之，鑑定之功能雖在於輔助及補充法院之認識能力，鑑定結果是否得採為判決之基礎，最終仍應由法官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支配，不當然拘束法院，然因最高法院47年臺上字第1252 號判例明載：「精神是否耗弱，乃屬醫學上精神病科之專門學問，非有專門精神病醫學研究之人予以診察鑑定，不足以資斷定」，法官及檢察官多能尊重醫院醫師之專業判斷，故司法精神鑑定結果雖不當然拘束法院，卻常影響法院判決，益顯其重要性。因精神鑑定之結果常影響被告刑事責任能力之判定，因此受委託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鑑定之程序及品質，至關重要。
(7) 本案法院先後4次囑託鑑定陳○明案發時之精神狀況，臺大醫院認為其心神喪失，衛生署桃園療養院認為其既無心神喪失亦無精神耗弱，臺北榮民總醫院及國軍北投醫院雖均認為其精神耗弱，高院更五審確定判決因而認其精神耗弱而將減輕其刑，但國軍北投醫院執行監護處分之醫療團隊，卻推翻該院先前之鑑定意見，認為陳○明既無心神喪失亦無精神耗弱，顯然不僅各醫院意見歧異，同一醫院之醫師也各自有不同意見，但鑑定意見常具有左右判決之重大影響力，司法院、法務部允宜正視此一嚴重問題，研議如何提供鑑定機關較齊全之參考資料、善加利用鑑定留置及鑑定人到庭交互詰問制度、發展對被鑑定人偽裝或詐病之判別技術或方法，俾使司法精神鑑定結果趨近真實。

4、 法務部及衛生署允宜就現行精神鑑定品質、方法、標準作業及人員資格要件等問題，共謀改善方案：

(1) 依據4家曾為陳○明施行鑑定醫院之鑑定報告書及函復說明，為陳○明鑑定之日期、依據及參考資料如次：

1、 臺大醫院於92年9月30日鑑定，鑑定時間距陳○明行為時最為接近，該院依據被告之成長過程、病史、主訴狀況進行鑑定，參考之資料包括：個人生活史及疾病史、身體及神經學檢查、腦波檢查、心理測驗及精神狀態檢查等。

2、 臺北榮民總醫院於93年2月12日進行鑑定，鑑定當時陳○明除接受鑑定醫師之精神科會談及心理師之心理測驗外，並由陳○○父母提供相關生活史資料，除此之外並有板橋地院所附之偵查卷宗及他院病歷作參考。判定依據除考量陳○○案發前後之精神病史、鑑定時陳○○精神狀態檢查（含心理測驗）及警方與法院之偵查筆錄外，並試圖用回溯性敘述讓陳○明描述案發當時之精神狀態，最後並依據精神病理學之診斷及分析作綜合判斷。至於引用之資料包括：個人生活史及精神病史、既往犯案史、案發前、後及當時之精神狀態、身體及精神狀態檢查及心理測驗（魏氏成人智力測驗、人格衡鑑）等。

3、 衛生署桃園療養院於94年5月5日進行鑑定，鑑定依據包括陳○○接受鑑定當時的精神狀態檢查、心理測驗、過去病歷（國軍806醫院、亞東醫院及國軍北投醫院）、前兩次精神鑑定報告、最接近犯罪行為的警察筆錄、警察訊問錄音帶、檢察官筆錄、法官訊問筆錄及監獄或看守所行為觀察紀錄等；引用資料包括：個人史及病史、犯罪事實及自述案情經過、家庭結構與家族病史、精神狀態檢查（意識、外觀、態度、注意力、情緒、行為、言語、思考、知覺、驅力、定向感、記憶力、抽象思考能力、計算能力）、心理測驗（行為觀察、智力測驗、注意力測驗、完形測驗、症狀與性格、投射測驗、綜合結果）、理學及神經學檢查、及實驗室檢查（腦波檢查、生化檢查、血液檢查、血清免疫學檢查、尿液檢查及尿液藥物檢查）等。

4、 國軍北投醫院於96年1月19日進行鑑定，鑑定過程中，參酌過去病史及其他醫院所作之精神鑑定報告書及國軍北投醫院心理衡鑑結果，完成鑑定報告書。引用資料包括：個案史（現在病史）、個人史、身體檢查、心理評估（智力功能、人格特質及鑑別診斷）檢查、行為觀察與會談內容（受測態度及言行反應、知覺經驗及思考內容、疾病治療經驗、其他抱怨、精神狀態檢查－推估案發與案發前1個月精神狀態及精神鑑定當日精神狀態）等。

(2) 然查前述醫院對於陳○明陳述之同一事實，有不同之鑑定判斷，以陳○明表示「有惡魔令其殺人，且其肩負殺人使命」之陳述，各醫院鑑定報告書所載之分析內容如下：

1、 臺大醫院：陳○明行兇過程為幻覺經驗與真實狀況之極度扭曲，如：見兩女鬼向其靠近、美麗惡魔再現等，…陳○○之思考完全基於廣泛之妄想。

2、 臺北榮民總醫院：鑑定當時陳○明意識清醒，言談可切題連貫，思想邏輯並無明顯異常，但思想內容對「魔鬼」描述頗詳細，…過去精神科就診紀錄雖曾診斷陳○明為一精神分裂症患者，但在病歷記載中間，陳○明並未常常（或從未）提到「魔鬼」一詞，按「魔鬼」一詞為一般宗教或風俗習慣對邪惡之稱呼，於陳○明犯下此殺死2女案後，陳○明常稱魔鬼所為（或自己是魔鬼），似乎並非不能理解。以此精神病理推論陳○○之精神狀態應為：陳○明因案發前患有精神疾病，無法完全控制自己之意念，以致犯下本殺人案件，惟陳○明於犯案當時並未達對於外界事務全然缺乏知覺、理會及判斷作用之程度，而無自由決定之意思能力。

3、 衛生署桃園療養院：此次鑑定已改稱自己沒有殺人，所以陳○明稱幻覺雖出現，但是都能克制：「惡魔經常告訴我要殺人，可是我每次都不聽，因為我也是人，我也怕被人殺，既然我怕被人殺，那我為什麼要殺人，所以我不要殺人。」「我也沒有殺過人」陳○明強調犯案當天雖有聲音說「你不敢，我來」。但自己已經戰勝惡魔，不會想要殺人了。…精神分裂症病人之怪異言行，雖以一般人之邏輯思考較難理解，但仍會符合本身精神病症狀建構的經驗邏輯。若照陳○明所描述之經過，本身有許多相互矛盾之處。

4、 國軍北投醫院：案發前後之行為受幻聽干擾及藥物影響，加上外在的環境壓力影響其判斷力，無法控制自己的衝動，而有犯殺人罪的情形，屬「精神耗弱」。

(3) 經查上述4家醫院鑑定陳○明犯案時精神狀態所參考之資料雖未完全相同，卻大致相符，但對於陳○明主觀陳述之同一事實，卻作出不同之分析內容。然精神鑑定雖為醫學上精神病科之專門學問，自應尊重鑑定醫師之專業，但對於同一案件作出不同鑑定結果，常使訴訟爭議不斷，若能透過司法精神鑑定標準作業程序、方式與人員資格要件之訂定，使鑑定結果受人為因素干擾情形降至最低程度，除可提供法官或檢察官作為依循參據外，尚可使司法精神鑑定人員有所遵循規範。但查目前衛生署並未訂定上開作業規範或要件。另針對司法精神鑑定之分析內容及結果存有相當落差，本院曾向司法院、法務部及衛生署函詢主管機關應如何善盡監督精神鑑定品質之職責，結果如下：

1、 司法院函復說明表示：精神鑑定屬醫療鑑定之一，醫療法第98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醫事審議委員會，依其任務分別設置各種小組，其任務如下：…四、司法或檢察機關之委託鑑定。」同法第11條規定：「本院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準此，司法精神鑑定事項主管機關似屬衛生署。

2、 法務部於100年1月18日法保字第1001000198號函復本院，有關被告精神鑑定係交由醫院辦理，主管機關為衛生署；另該部於約詢前提供本院之書面說明表示司法精神鑑定無所謂主管機關之問題，該部亦無權責。
3、 衛生署函復之書面說明則以：
(1) 有關司法精神鑑定人員之資格及養成訓練目前已有明文規定，為提昇司法鑑驗水準，落實人權保障，94年已制定「法醫師法」，主管機關為法務部。該法第13條及第14條分別規定，精神法醫鑑定為專科法醫師之執業項目；法務部並依該法訂定「專科法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該辦法第2條規定「精神專科法醫師」為專科法醫師之分科之一，同辦法第3條附表規定，精神專科法醫師之學程及實習以7年為限，並應接受100學分之訓練，其中包括司法精神鑑定實習（含刑事、民事、性侵害加害人、家庭暴力加害人、兒童虐待加害人、兒童虐待受害人等精神鑑定）60例（共20學分）。
(2) 鑑定機關或鑑定醫師與被鑑定人之間，乃是鑑定關係，非傳統之醫療關係；鑑定之目的係為收集鑑定機關所需之證據資料，而非疾病之診斷或治療。因此司法精神鑑定，非屬一般之醫療業務。該署對於醫療機構或專業團體之司法精神鑑定品質，尚無明確法源據以管理。且依現行法令，司法精神鑑定非屬醫療機構通常性或必要辦理之業務範圍。
(4) 精神鑑定之結果與被告刑事責任能力之判定攸關，因此對於人權之維護至關重要，而鑑定之方法、作業程序與人員資格要件，又攸關司法精神鑑定品質。刑事訴訟法雖規定鑑定人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檢察官選任，然如何讓前開人員得以選定適合之鑑定人員，且選定之鑑定人員又具備專業能力，並按標準程序進行鑑定，倘無常軌以範圍之，鑑定結果言人人殊，鑑定品質若悖離一般社會期待之專業技術水準，恐損及司法威信。目前司法精神鑑定之主管機關雖無法律具體規範，但法醫師法已制訂司法精神鑑定人員之資格及養成訓練，其主管機關為法務部；而被告精神鑑定事項係交由醫院辦理，醫療院所一般醫療業務之主管機關又為衛生署，兩者對於司法精神鑑定業務互有影響，並行不悖，爰法務部及衛生署允宜就現行精神鑑定品質、方法、標準作業及人員資格要件等問題，共謀改善方案。

5、 高危險精神病患或人格異常者，保護管束難以阻止其再犯，故不宜免除其監護處分而改以保護管束代之。法務部應對於免除繼續執行監護處分之要件，訂定更詳細之認定標準，並要求聲請免除前應作再犯危險評估，明定高再犯危險者不得聲請免除繼續執行監護處分。

(1) 按刑法第87條規定：「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第1項）。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第2項）。前2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第1項）」。另復按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1條規定：「以保護管束代監護者，對於受保護管束人，應注意其心身狀態及其行動與療養」。

(2) 依據法務部之書面答復說明，陳○明於保護管束期間，承辦觀護人除秉持一般保護管束執行原則外，考量受保護管束人之特殊性及個別性，加強注意其心身狀態及其行動與療養情形，透過個別會談、團體輔導、訪視等模式進行輔導策略。本案於99年1月8日即列管為暴力核心案件，命陳○明依指定日期按月報到約談並由觀護人親自訪視，每月均達2次以上，陳○明於99年10月20日再涉犯殺人罪前，並無違規未依指定時間報到之情事發生。且保護管束期間，陳○明亦固定於臺大醫院就診。

(3) 另按精神衛生法第31條規定，矯正機關、保安處分處所及其他以拘禁、感化為目的之機構或場所，於精神病人離開時，應通知其住（居）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予以追蹤保護，並給予必要之協助。原板橋市衛生所之公衛護士曾先後於99年1月19日、1月26日、2月12日以電話訪視個案， 嗣因99年3月19日精神照護系統將陳○明列為3級照護（訪視間隔為6個月），故同年9 月始再次訪視。惟承辦觀護人於99年8月約談及訪視陳○○時，評估陳○明情緒狀態恐有不穩定之虞，為免發生憾事，乃於同年9月函請原臺北縣政府加強列管，但公衛護士於訪視期間，因訪談中個案言談情緒平穩，對答如流，並表示定期返診服藥，案母亦表示個案狀況穩定無異常，因此評估個案未有情緒或行為不穩之明顯疾病變化。觀護人復於同年10月6日與國軍北投醫院高○信就陳○明最近精神狀況不佳情形，排定於同月26日上午進行個別諮商會談，惟陳○明於約定期日前即涉犯殺人罪。

(4) 上開結果顯示，對於有高度殺人或傷人之高危險精神病患或人格異常者，保護管束顯然難以阻止其再犯，故不宜免除其監護處分而改以保護管束代之。法務部所訂之監護處分應行注意事項第7點雖規定：「法院宣告受監護處分之期間尚未屆滿，而醫療機構認為受監護處分人病情經治療確已改善並可終止治療者，執行檢察官於收到醫療機構通知後，應依刑法第92條規定聲請法院另裁定以保護管束代之」，但並未有任何法規要求檢察官在決定是否提出終止監護處分之聲請前，必須先作再犯危險評估，亦未明定高再犯危險者不得聲請免除監護處分。法務部應對於免除繼續執行監護處分之要件，訂定更詳細之認定標準，並要求聲請免除前應作再犯危險評估，明定高再犯危險者不得聲請免除繼續執行監護處分。

